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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月 11 日一组美国物理学家宣布，自从 1916年爱因斯坦预言存在引力波以

来，他们第一次直接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这在人类科学历史上是个振奋人心的大消息。

与此相似的上一次重大发现是赫兹 1887年证实电磁波的存在（电磁波的存在是麦克斯韦

在 1864年发表的理论中预言的）。赫兹的发现奠定了无线电技术以至今天信息革命的基

础。在科学上，甚至可能在应用上，发现引力波的重要性要超出发现电磁波。由过去两次

重大科学发现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中国，中国的落后不容争辩。金钱的投入绝对

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纠其原因，众说纷纭。在人类的科学探索进入引力波阶段的这一

值得纪念的日子，刺激我们再探讨中国科学落后的深层原因，制度的原因。 

与此巧合，这一日的第二天，2016年 2月 12日，是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八

十诞辰。方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宇宙模型以及引力波的

科学家。在文革期间，1974年人类第一次通过发现双脉冲星间接证实存在引力波后不久

（这个工作获 1994年诺贝尔物理奖），方先生就发表了论文对双脉冲星和引力波的关系

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探讨；而且更早在 1972 年他就已经发表了相关的相对论宇宙学的论

文。其科学成就在国际上享有高度声誉。但因制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他的研究工

作自始至终不能在国内顺利展开，不得不与面对的各种禁锢，包括阻碍科学的哲学，进行

顽强的斗争。  

我认识方老师是在 1977年，家父许良英组织的“爱因斯坦问题读书报告会”上。在

这个环境里，从方老师那里第一次知道了爱因斯坦关于引力波的概念、预言和几十年物理

学界对引力波的探测；知道了宇宙大爆炸理论等；确切的知道了这些重要科学发展与马列

哲学的基本冲突。 

那是在 1977年春。当时农村户口，身份为商务印书馆临时工的家父，在商务印书馆

自己的办公室里，组织了这个读书报告会。我自幼（七岁）就因家父被打成右派，而被迫

与其分离，仅维系有限的通信往来。尤其是从 1963年到 1975年间，我们从未见过面。后

来因我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因文革时期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而治

罪），甚至连通信也长期中断。我们父子的团圆始于 1976年秋，我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

团“困退”回北京。我在农村自学多年后，回北京求学心更切。与家父被迫分离十几年后

重聚，其中的愉悦除了人伦之乐，更包括精神的，包括拜访他学界的朋友们为师。例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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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界的朋友，何成钧、邹国兴、汪容、朱兆祥、解俊民、戈革等，以及与他一起参与

《爱因斯坦文集》翻译的朋友范岱年、赵中立、张宣三等。1977年春，家父提起科大天

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给他的来信中指出《爱因斯坦文集》中,关于双星光谱一词的翻译错

误,这使得家父非常兴奋，因为这个词关系到基本概念，关系到对验证狭义相对论的基本

手段2。相关译法是家父与物理学界几个老朋友反复斟酌而未能解决的问题。 

他们二人都深受爱因斯坦关于民主和社会问题的见解的启发。由此，他与方老师结

成挚友直至生命结束（家父在方老师去世之后 8个月过世）。在见到方老师之前，家父多

次向我提起，极其赞赏其才干、学识、成就和为人。家父说从方老师身上“可以看到爱因

斯坦的这种精神”（《〈爱因斯坦文集〉中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1988年《科技日

报》），即科学的精神和知识分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家父在臧否人物时一贯反对溢美之

词，追求准确，近乎苛刻，任何人概莫能外。从与方老师交往的亲身经历中，我深知，家

父的这些话是准确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方老师的基本特点的。 

在 1977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读书报告会每周一次，直至 1978年初。经常参加

的人除了方老师、家父、我，还有赵中立、张宣三3等。方老师来过多次，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此前，我在黑龙江农村研读了大量马恩列毛和社会科学著作，钻研过电子工程、计

算机工程等，自学了英语、理论物理和数理方程，对力学、电磁学和狭义相对论的基本概

念和理论打下了还算扎实的基础（能从基本物理假设独立推导麦克斯韦方程和狭义相对论

的主要结果）；对广义相对论则只限于基本概念的了解和粗略推理；对于产生相对论的哲

学观念虽然感兴趣，但知之甚少。我参加读书报告会的最大兴趣在于了解爱因斯坦的方法

论。家父建议我特别集中研读霍尔顿（Gerald Holton，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爱因斯坦问

题专家、物理学史家）关于爱因斯坦和物理学思想的论文。读书报告会最初的目的是为撰

写爱因斯坦传记和探讨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以及方法论）的两本著作做准备。家父和方

老师负责思想史部分；家父和赵中立、张宣三负责生平。我参与研讨爱因斯坦生平的工作，

集中在爱因斯坦早期思想的形成，包括狭义相对论的产生和研究，向广义相对论发展的思

想等等4。由于有机会直接接受了方老师的影响，这段讨论会和工作的经历对我一生收益

巨大。我对于从伽利略到牛顿、到麦克斯韦、再到爱因斯坦的科学和思想的演进，以及伟

大物理学家形成科学体系的特点的认识，都产生于那时。后来这些认识对我做社会科学研

究有基本影响，一直是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基本精神，也是我能够对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基

本问题持尖锐批评态度的依据。迄今，在经历过许多经济学界最精华的讨论会（例如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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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五个诺贝尔奖得主参加的小型研讨会）以后，我仍感到当年的这个读书报告会系列是

我参加过的最受启发、最深入、最精辟的研讨会之一。尤其是方老师关于科学哲学、科学

思想史和科学方法论的深刻见解，让我受益终生。 

以讨论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论和思想来源为契机，以下是我记忆的近四十年前的读

书报告会的相关历史背景和方老师的见解的片段5。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对关于什么

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的研究对象，什么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什么是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什

么是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对这些方面问题的深入讨论竟是我以后难求难

遇的6，更启发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科学落后的基本原因所在。  

文革期间，在批判“封资修”的政治推动下，中国曾经自上而下兴起过批判爱因斯

坦、批判相对论的丑剧闹剧。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中具有个人色彩的特

殊产物，但这场丑剧背后有更基本的背景，尤其是列宁批判马赫的时空观，以“哲学”统

治科学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以下简称《唯批》）的传统和制度。虽

然文革结束后，对毛的个人迷信大大淡化了，但埋藏在一些人灵魂深处的“哲学”却仍然

横行于世。在那个噩梦初醒的年代，国内的政治现实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动摇、不可怀疑的唯一真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其哲学（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居高临下统治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切学术学科。

我在农村时，曾熟读马恩列的哲学和经济学著作，熟悉列宁批判彭加勒、马赫为“伟大的

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唯批》）等论点。通过阅读爱因斯坦的著作以及 Holton

研究爱因斯坦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著作，我虽然已经知道爱因斯坦发展相对论的想法深

受马赫哲学思想的影响，而马赫的哲学思想是与伽利略一脉相承的产物；对于那种靠权力

支撑的政治与哲学统治科学的立场持基本怀疑态度；但由于缺少具体、坚实的科学论据的

支持，我那时的许多见解只停留在抽象的层次。 

方老师在读书报告会上的讨论，使我茅塞顿开。他指出，爱因斯坦是在马赫的科学

哲学的影响下取得相对论的重大成果的。马赫是在近代物理中第一个突破传统牛顿时空观

的物理学家（而这正是列宁所批判的地方）。牛顿认为，宇宙由绝对的空间标架构成，所

有物质在其中运动。而马赫认为不存在绝对空间，因为物质和空间是不可分的。所谓惯性

运动，是相对于整个宇宙物质背景的匀速运动，而不是相对于绝对空间的。即，没有物质

就没有物理的空间；空间的延伸一定伴随着物质的延伸。爱因斯坦称马赫的这个见解为马

赫原理。在马赫原理的指导下，爱因斯坦把物质在整个宇宙中大致均匀分布作为其宇宙学

的基本假设。从此，人类对于宇宙的探讨从局部发展到整体。这是哥白尼之后人类对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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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重要进展。马赫的哲学观念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指导的相对论的成果，

得到了系统的试验和观察验证。相反，列宁坚持的绝对时空观已经被大量科学实验和观察

证伪。列宁在科学上和哲学上的错误见解在中国的文革时期进一步发酵，演变成极其荒唐

的批判相对论的丑剧。直到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在霸道的哲学和垄断的政治权

力下，仍然有极左和依仗权势的人们，借用列宁的错话，把马赫、爱因斯坦等的科学成就

贬低为“伟大的科学”和“渺小的哲学”，压制科学和思想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使得“革

命导师”的断言极具讽刺意味：相对论、宇宙学这些“伟大的科学”是在被蔑称为“渺小

的哲学”的指引下产生的。而科学最终是依赖实验和观察的验证而确立的。相反，由权力

强加的“伟大”在科学中完全没有立足的基础。其后果是，在“革命导师”权力所及的范

围内，对科学，对人类，造成损害。 

方老师以古希腊的宇宙说直至当代的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为例，总结了科学与哲学两

千多年发展的历史。他说，当没有建立科学的时候，对于科学不能解释的重要现象，例如

宇宙现象，人们依赖想像和哲学推理。例如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德的宇宙观。在读书报告

会中，他系统讨论了人类的宇宙观从哲学（包括神学）到科学的演变过程。讨论涵盖了古

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中世纪的阿奎那、哥白尼、伽利略、牛顿，

近现代的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以及当代的宇宙学。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他的下述论

点：在自由的环境下，在没有政治权力干预下，当系统的科学还未能发展时，老的哲学和

宇宙观，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逻辑，都曾对科学，对物

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不可或缺的基本作用。但是在政治宗教权力的干预下，在统治的环境

下，与权力捆绑在一起的老旧哲学可以变成科学发展的禁锢。例如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欧几里德、托勒密学说于一身的阿奎那学说，一旦成为不可挑战的神圣的宗教经典，一旦

宗教和哲学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裁判”，这个伴随权力的哲学就成了科学发展的禁锢。

附在某个“学说”上的权力越大，这个“学说”就离科学越远。哥白尼和伽利略时代发生

的与文革发生的以权力压制科学的悲剧性质相同，如出一辙。方老师尖锐指出，所谓马克

思主义的“宇宙总规律”，或马列毛的哲学和宇宙观是如此落后武断，甚至还远不如阿奎

那体系有严密逻辑，还不如保罗二世之后的神学。但是当科学的发展能够系统地解释许多

自然现象后，在这些相关领域科学就取代了哲学。科学与哲学的最大差别在于，科学是通

过试验和观察验证的，而哲学不是。因此，人类进步的整个趋势，人类认识的领域是，

“科学一步一步走进来，哲学一步一步退出去。”随着科学的发展，一个又一个领域从哲

学的领域变成了科学的领域。在这些科学领域，例如天体物理，哲学必须让位于科学。近

四十年来，他的这些话一直铭刻在我心里，是指导我研究工作的原则。      

 

方老师是少有的对哲学，对哲学史，有深入了解，并且能够以好的哲学指引物理研

究，以物理学最前沿的成果指引哲学发展的物理学家。他用世界科学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说

明，科学摆脱宗教、摆脱政治强权和过时哲学的制约，一定需要依靠科学自身的成就，依

靠科学证明神学经典和过时哲学的论断的错误。以二十世纪广义相对论之后迅猛发展的天

体物理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为例，方老师一一指出马列毛哲学的过时及其与科学发现之间的

基本矛盾。其中最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系统地以现代宇宙学关于宇宙尺度（即宇宙有

限）和宇宙膨胀的证据，包括天体红移现象、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等，驳斥被用来束缚科学

发展的哲学断言。面对这一系列科学发现，宇宙无限论之类的老旧哲学断言无法自圆其说，

不攻自破。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方老师以物理学的实际发现和发展，反驳列宁关于电子无



限可分，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断言。这些政治人物原本对物理一窍不通，他们

的断言依赖的是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那些断言是借助政治权力

和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才变得重要。在那个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年代，极左势力仍然极

端强势。由于其依赖政治力量进行威胁恫吓，思想解放仍然极端困难，甚至危险。方老师

不仅在读书报告会和学术场合，而且更在公众场合（我有幸在1970年代末旁听过多场方老

师关于这个命题的精辟入理振聋发聩的演讲），以这些命题为突破口，在那个时代的中国

开启了科学启蒙运动，向在中国长期盛行的政治统治科学、“哲学”统治科学的传统开战。

在马列毛主义统治一切，政治统治一切，不知何谓科学的环境里，这种启蒙对全社会各方

面，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科学研究到教育，从政策到媒体，其影响之深刻，无论如

何评价也不过分。可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方老师被迫远赴他乡的年代之后，

虽然伴随改革开放，在技术层面学术更开放，人们对于国际上领先的技术性的文献有更多

的了解，但由方老师开启的科学启蒙运动，在许多领域不仅没能继续深入，反而时常倍受

干扰，甚至难以为继。文革回潮迹象的益发显现，则更让人担忧自由和科学发展的前途。 

在关于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方面，方老师对我的启示也如醍醐灌顶，

让我终生受益。他强调，只有具有和谐秩序的现象才值得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即科学研究

应该有意忽略复杂及混乱的现象。他引用法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彭加勒的话解释说，研究

大自然是因为来自大自然和谐的秩序带来的美；对这种美的追求带来的乐趣。相比之下，

把水泼到墙上溅起溅落的复杂混乱无和谐可言的现象，则不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与

他讨论自己的自学过程，完全凭兴趣，着重代数、解析几何与微积分，而轻视了欧氏几何。

他清晰地指出欧几里得几何对于科学，对于逻辑思维的基本作用，远远超过代数和微积分。

但更引人深思的是，他话锋一转，指出，自从马赫指出空间与物质不可分后，几何与物理

已经不可分，欧几里得几何关于空间的无限性也要受科学观察的检验。 

科学的各个领域之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互通的，科学、自由、民主是

互通的。在没有政治、宗教的干扰时，方老师说的 “科学一步一步走进来，哲学一步一

步退出去”原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与追求真善美一致的哲学会在相关领域被科学替

代之后，自行退出。但是，当政治、宗教观念被冠以哲学命题，哲学变成维护权力的工具

的时候，权力以“哲学”为武器，用来阻挠科学发展时，则科学、文明倒退，愚昧盛行。

这正是反右、文革以来中国的状态。方老师的研究领域，天体物理学更是首当其冲。原因

是，马恩列毛自然辩证法直接对天体物理学基础的命题有“神圣”的断言，即时空的平直

性和无限性。这些断言并不是马恩列毛的发明，但被神圣化、绝对化、政治化。平直无限

时空的见解来自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以后被纳入牛顿物理世界的观念。原本由于科学

的发展，时空观随之变化全属自然。但这些古代流行的时空观自从列宁和苏共时代就被神

圣化，在中国更在反右、文革背景下，神圣化的“哲学”把无数科学研究的对象变成禁区，

“哲学”变成文字狱的判据。由此，不突破这些政治和“哲学”的禁锢，科学就无法发展。

但是一个领域的基本突破就可能带动在所有科学领域，包括社会科学，甚至意识形态领域

的全面突破。正因为如此，“神圣”“正统”的“哲学界”借助政治力量层层阻挠，竭力

防止“哲学一步一步退出去”。这类以政治权力支撑的意识形态，是阻碍中国许多科学领



域发展的基本障碍。面对如此艰难的障碍，能够突破这一禁锢的科学家不仅需要胆识，更

需要对科学和哲学有深刻的认识。方老师是勇于并且有能力承担此任的极少科学家之一，

实为凤毛麟角。这是方老师的影响远超出天体物理的一个基本原因。 

文革后邓小平鼓吹“科学是生产力”，在政治上对于提高科学研究的地位、推动改

革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它被鼓吹为了不起的思想解放的政治口号和推动“科学春天”的

改革，则严重误导了科学研究的方向、误导资源配置，为政治干预科学研究留下伏笔。在

读书报告会以及当时一系列的公开演讲中，方老师多次深刻批判这种严重误导的口号的基

本错误。指出，在科学历史和科学发展中，提高生产力这类实用目的并不是科学产生和发

展的主要动力。他引用科学史的例子，从亚里士多德到哥白尼、伽利略，从牛顿到爱因斯

坦，从赫兹发现电磁波到 70年代间接发现引力波，说明自古至今，重大的科学上的突破

都源于科学家本身探求真理的好奇心，探求世界和谐之美的动机，源于科学探求中寻找的

途径。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上的突破都不是源于实用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如今发

现引力波再次重现这一基本道理。实用和生产力的提高是科学发展的一部分附带产品。除

了实用和提高生产力外，科学一直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文化、

生活方式，等等。 

平生第一次见到方老师的情景在我脑海里至今仍然栩栩如生，恍如昨日。那天，方

老师风尘仆仆，穿一身退了色的蓝灰中山装，挎着学生式的书包，笑呵呵地来到房门大开

的办公室。方老师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个人，从科学的角度，完全彻底破除了我从马列主

义哲学中接受到的，违反科学、反对科学的误导说教。因此我多次向家父表达对方老师的

敬佩。记得有一次在读书报告会休息期间，家父指着我对方老师说，“他对你很崇拜！” 

家父所指的我的“崇拜”就是我不断从多个角度认识、体会方老师以科学证据和理论破除

马列教条的那些精辟深刻的批判。方老师呵呵一笑，说，“崇拜就不好了。”“任何时候，

对任何人，崇拜都不好。”我理解，方老师此话的含意并非通常国人所说的谦虚，而是指

科学和政治的基本原则。方老师在读书会以及其他无数场合中曾反复指出，宗教是屈从于

神权的，所有借助哲学或政治权力干预科学的做法，依赖的都是神圣化的权势。从中世纪

以宗教和神权干预科学，到近现代的悲剧，都是如此。而科学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在于，任

何科学的理论都是平等的，都必须经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哥白尼通过对行星的观测与

计算，建立起新的理论。伽利略用望远镜看到新的论据，证明地动，既不是凭借宗教信仰，

甚至也不凭借哥白尼的地动说。方老师还特别以爱因斯坦为例说明科学以证据为准绳，与

特权不相容的基本性质。在红移现象的证据发现之后，爱因斯坦立即放弃了他的模型里面

引入的宇宙学项，承认自己早先理论的错误。 

自从 1979 年去清华机械系读研究生，与方老师来往的机会就变得很少。在那个时期，

自然辩证法是必修课，而方老师关于自然辩证法发表了不少颇具批判性的公开演讲。其中



尤其是以物理学的证据驳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列宁《唯批》中违反

科学的断言，极具说服力。因为这些著名的断言长期以来经常被用来作为棍子打击科学家，

方老师的演讲在清华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里引起很大反响并在同学和教师中产生热烈的讨论。

记得一次在研究生宿舍里，同学们和教师的私下的辩论中，面对当代物理学对恩格斯和列

宁哲学断言的有力证伪，缺少科学知识的自然辩证法教师只能无奈地嚅嗫着，“我们不同

意方励之的反马列主义的观点。”  

方老师 1991年 4月到哈佛演讲，我正在完成（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最后阶段，有幸

在异国他乡再见到他。但因为他国际瞩目的地位，从学术、人权、到国际政治，方方面面

关心他、切望与他联系的人非常多，我与他的谈话只能简而短之，主要集中于与推动中国

人权、民主的运动以及与家父相关的内容。之后，我们通过多次电话，绝大多数内容都与

家父以及人权问题有关。2008年春，我赴圣路易斯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代身体欠佳

的家父领取萨哈洛夫人权奖。在此前后，方老师来过多次电话，通报和讨论与人权奖有关

的事宜。领奖当晚，在美国物理学会国际科学家自由委员会举行的晚宴上，所有的与会者

在谈到家父时，都要提到方老师：人们都知道他们之间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知道他们在

继承爱因斯坦遗志、推动中国的科学、人权与民主事业方面的不懈努力与默契配合。 

2012 年春，惊悉方老师突然驾鹤西去，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悲恸之情无以自拔。

至今方老师的个人主页，联系地址，包括他的 email、他带着亚利桑那大学校徽的 skype

用户名等，都像过去一样保持在我最常联系的目录上，让我感到仍然还能随时和他通话。

方老师去世的噩耗对家父来说更是一记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据家母说，这一打击使得从

来意志坚强的家父，不仅在一两个月后都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从此身体和精

力就一直每况愈下，几个月之后即随方老师西去。追思方老师是追思家父的重要部分。追

思家父也是追思方老师的重要部分。方老师的夫人以及他一生的合作者李淑娴教授，在家

父去世时发来感人肺腑的言语，“许良英：励之和我亲爱、知心的挚友，你去了，在励之

去了几个月之后，在你的相知、相爱一生的爱妻去了不足一个月之后！你是励之和我的忘

年之交。在生命的旅程上，我们有太多的理解，尤其你与励之；在面对苦难的遭遇时你与

励之，有太多的精神可比。” 

在方老师八十诞辰的前一天宣布的，发现引力波的重大突破，一定让方老师在天之

灵极感欣慰。但中国的自由、民主、科学的发展更是方老师永不释怀的梦想。  


